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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of  seismically  triggered  load  and  ball-and-pillow  structures  in  the
lacustrine sediment

Abstract:   [Objective]  Seismically  triggered  soft-sediment  deformation  structures  (SSDSs)  in  the  lacustrine  sediments
serve as reliable stratigraphic records for studying paleoearthquake events in tectonically active regions. Load and ball-and-
pillow  structures,  as  common  types  of  SSDSs,  are  generally  attributed  to  gravitational  instability  caused  by  an  inverse
density  gradient  between  adjacent  sedimentary  layers.  However,  their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development and seismic intensity remain poorly constrained. [Method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multiphase-flow numerical simulation approach implemented in ANSYS Fluent to simulate the formation of load and
ball-and-pillow structures  in  saturated  sand–clay  layers  under  different  peak  ground accelerations  (PGAs;  0.125g,  0.25g,
0.5g, and 0.8g) and varying physical properties, including density, dynamic viscosity and layer thicknesses). The effects of
sediment  physical  propert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deformation  structur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eismic
intensity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the PGA increases, load and flame structures develop earlier
at  the  sand–clay  interface  and  progressively  evolve  from small  load  structures  into  larger-scale  load  and  ball-and-pillow
structures.  Under  the  same PGA,  a  larger  density  contrast,  a  smaller  dynamic  viscosity  contrast,  and  a  thicker  overlying
sand  layer  result  in  greater  deformation  and  larger-scale  development  of  load  and  ball-and-pillow  structures.
[Conclusions]  The  morphologies  of  the  load  and  ball-and-pillow  structures  produced  by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s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ose observed in lacustrine sediments in the Tashkorgan area. This agreement supports the proposed
mechanical mechanism of their formation and provides a quantitative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SDSs
under different seismic and sedimentary conditions. [Significance] This finding verifies the seismic trigger of SSDSs in
this region and provides a new technological insight into the study of SSDSs and paleoearthquakes.
Keywords: lacustrine  sediments； paleoearthquake； soft  sediment  deformation； load  structure； ball-and-pillow  structure；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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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相沉积中地震成因的软沉积变形构造，为构造活动区古地震事件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地层记

录。负载与球−枕构造作为常见的变形类型，通常由不同沉积层反密度差所引发的重力失稳所致，但其形

成机制及与地震强度之间的量化关系仍缺乏明确阐释。文章采用 FLUENT 多相流数值模拟方法，反演了

在不同地震加速度（0.125g、0.25g、0.5g 和 0.8g）及不同物理性质（密度、动力黏度和层厚）条件下饱和

砂−黏土层中负载与球−枕构造的形成过程，探讨了沉积层物理性质对此类变形构造发育的影响及其与地

震强度之间的关系。模拟结果表明：地震加速度越大，砂−黏土层界面越早出现负载与火焰构造，且由小

型负载构造逐渐发展为较大规模的负载与球−枕构造；在相同地震加速度条件下，上覆砂层和下伏黏土层

的密度差越大、动力黏度差越小、上覆砂层越厚，负载与球−枕构造的变形程度和规模也更显著。数值模

拟得到的负载与球−枕构造形态与塔什库尔干湖相沉积层中野外观测案例高度一致，既验证了其力学机

制，也为软沉积变形构造与古地震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和直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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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软沉积变形构造是近地表或水下未完全固结

沉积物，受到强烈地质营力作用而形成的变形构造

（Owen et al.， 2011；乔秀夫等 ， 2017）。自 Heezen and
Ewing（1952）对 1929年加拿大格兰德班克地震引发

的海底沉积物位移、变形和浊积岩开展研究以来，

地震成因的软沉积变形构造被广泛用于全球地震

断裂带湖相沉积地层的古地震事件研究 （Lu et al.，

2020； Liang  et  al.， 2021； Nikolaeva， 2022； Su  et  al.，
2022； Guo  et  al.， 2023； Kluger  et  al.， 2023； Mandal
et al.，2023；Milnes et al.，2024；张济东等，2024）。其

形成机制往往归因于沉积物发生液化、触变、流化

等 （Allen， 1982； Shanmugam， 2017； Milnes  et  al.，
2024）。然而，受制于变形过程的难以再现性，且多

种机制之间存在叠加效应，其与地震触发机制的解

析仍存在较多争议（Sipp et al.，2026）。此外，软沉积

变形不仅受到沉积物粒度、密度、厚度等内在因素

的影响（Wetzler et al.，2010），也与地震震级、烈度等

外部因素相关（Obermeier，1998；Galli，2000；Lu et al.，
2020；Molenaar et al.，2021；钟宁等，2021；Li et al.，2025；
Rajkhowa et al.，2026），导致软沉积变形构造与区域

地震强度之间的关系难以准确评估。

负载与球−枕构造是常见的软沉积变形构造类

型 ，已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层中广泛识别 （Owen，

2003；乔秀夫和李海兵，2008；Van Loon and Pisarska-

Jamroży，2014；张风霄等，2015；钟宁等，2017；Mueller

et al.，2023；Milnes et al.，2024；黄婷等，2025）。例如，

Gibert et al.（2011）在美国加州东南部特科帕盆地的

更新世火山碎屑沉积物中发现了多个负载构造层，

并根据其形态特征和沉积环境推断为地震触发。

Moretti and Ronchi（2011）描述了南美洲内乌肯盆地

河湖相沉积物中发育的负载构造，推断其触发机制

与同时期火山活动引发的地震作用有关。张风霄

等（2015）在灵山岛早白垩世地层中发现了多尺度、

多形态、多组合的负载与球−枕构造，认为其由该时

期古地震所触发。乔秀夫和李海兵（2008）及钟宁等

（2017）以实例描述了不同时代地层中发育的地震成

因的负载与球−枕构造，讨论了此类软沉积变形构

造所指示的地震震级。以往研究表明，负载构造形

成于上下相邻沉积层间反密度差所引发的重力失

稳，在地震振动下，上覆比重大的粗颗粒沉积物局

部解体后 ，向下伏比重低的细颗粒沉积物中陷落

（Owen，2003；乔秀夫等，2017）。球−枕构造源自负

载体脱离母岩层后在重力作用下的进一步陷落，其

负载体与球−枕体的体积大小与沉积层厚度及陷落

深度等因素有关（Moretti et al.，2002；乔秀夫和李海

兵，2008）。虽然此类构造已有大量报道和描述，但

其形成机制局限于野外观察与理论推演，其变形构

造的形成过程及其与沉积物性质、地震强度之间的

定量关系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负载与球−

枕构造的触发机制具有多解性，除地震作用外，重

力超载、快速沉积、滑塌及压实差异等非构造因素也

可导致类似变形（Owen，2003；Van Loon and Pisarska-

Jamroży， 2014； Jamil et al.， 2021）。此研究仅聚焦于

地震触发机制，探讨在地震加速度作用下饱和砂−

黏土层中负载与球−枕构造的形成过程及其控制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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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数值模拟为变形构造的形成机理及其

定量分析提供了新途径（刘向冲，2019；马佳等，2025）。

赵家康 （2020）采用 PFC2D 离散元数值模拟方法，对

地震作用下沉积物扰动变形过程进行了多尺度模

拟研究。Wetzler et al.（2010）利用 Fluent计算流体力

学软件，对死海现代沉积物中的软沉积变形构造进

行数值模拟，建立了变形层厚度与地震峰值加速度

之间的关系。此后，Lu et al.（2020）基于调整后的模

型参数及其与地震强度的关系 ，重建了死海地区

22万年以来的震积岩与古地震序列。但以往研究

多侧重单一因素分析 ，缺少多因素耦合模拟。因

此，文章采用 Fluent多相流数值方法，对湖相砂−黏

土沉积层中负载与球−枕构造的形成过程进行模拟

反演，揭示地震加速度及沉积层物理性质对此类变

形构造发育的影响规律。同时，将塔什库尔干湖相

沉积层中负载与球−枕构造野外案例与模拟结果对

比 ，验证该数值方法在软沉积变形研究中的可靠

性，以期为古地震研究提供基础依据。

 1　数值模拟方法

 1.1　Fluent 数值模拟方法原理

ANSYS Fluent是一款商用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

可求解 Navier-Stokes方程。该软件中 VOF （Volume

of Fluid）模型是一种处理两相或多相流的流体动力

学数值方法，主要用于追踪流体之间相界面的动态

变化。该模型通过构建相函数表征计算域内各流

体相的分布情况：将计算域划分成若干计算单元，

以单元内流体的体积分数来表示流体的占比；在流

体交界面处，单元体积分数会发生变化，以模拟复

杂界面的流体行为 ，清晰刻画多相流体的瞬态变

化。VOF模型通过求解动量方程和连续性方程获

取流体运动情况，并基于流体相的体积分数 α 来求

解。动量方程中，整个多相流体系统在计算域内共

享同一个速度场和压力场，仅需求解单一方程：

∂

∂t
(ρv⃗)+∇(ρv⃗v⃗) = ∇p+∇

[
µ
(
∇v⃗+∇v⃗T

)]
+ρ g⃗+ F⃗（1）

v⃗

g⃗ F⃗

式中，t—时间，s；ρ—流体混合物的密度，kg/m； —

流体的速度矢量，m/s；p—流体压力，Pa；μ—流体混合

物的动力黏度，Pa·s； —重力加速度矢量，m/s2； —流

体所受的体积力矢量，N/m3。

对于两相系统 ，混合物的密度 ρ 和动力黏度

μ 由各相体积分数加权平均得到：

ρ = α1ρ1+α2ρ2 （2）

µ = α1µ1+α2µ2 （3）

α1+α2 = 1 （4）

式中 ， α1—第 1相流体的体积分数 ，无量纲 ；

α2—第 2相流体的体积分数，无量纲；ρ1—第 1相流

体的密度，kg/m3；ρ2—第 2相流体的密度，kg/m3；μ1—

第 1相流体的动力黏度，Pa·s；μ2—第 2相流体的动

力黏度，Pa·s。

VOF模型求解的是混合物的连续性方程，其形

式与单相流相同：

∂ρ

∂t
+∇(ρv⃗) = 0 （5）

式中，所有变量含义同上。

 1.2　沉积模型建立与参数设置

利用 ANSYS软件 Design  Modeler建立沉积模

型，模型大小设计为 2.0 m（长）×0.8 m（厚）。为确保

计算精度并兼顾计算效率，进行了网格独立性验证，

分别测试了网格分辨率为 15 mm、10 mm和 5 mm的

工况。选取最大下陷深度、变形起始时间为关键指

标进行对比 ，确认 10 mm网格可满足计算精度要

求，故最终 10 mm×10 mm的网格分辨率。模型背景

均施加竖直向下的重力加速度，对应沉积物在自重

作用下的初始应力状态；左右边界为水平约束，底

部边界设为固定约束，顶部边界为自由面，确保沉

积层在水平振动下自由发生剪切变形与层间位移。

不同砂−黏土层沉积模型方案见表 1。为了查

明在不同地震振动强度下饱和砂−黏土层界面处变

形的形成过程 ，地震波加速度分别设置为 0.125g、
0.25g、0.5g 和 0.8g。数值模拟中的砂层与黏土层的

密度和动力黏度参数，参考了已有的湖相沉积物性

指标测试结果（Liang et al.，2024）和细颗粒沉积流体

特性研究结果（O'Brien and Julien，1988；Wetzler et al.，

2010）。此外，为了对比数值模拟与野外观测结果，

研究依据塔什库尔干湖相沉积层中发育的负载与

球−枕构造，建立了与野外变形层厚度相近的沉积

模型 ，并采用该地区变形层样品的物性指标参数

（Liang et al.，2021，2024）进行了模拟反演与对比分

析。需要说明的是，此研究采用的 VOF模型侧重于

模拟液化后砂层与黏土层因物理性质差异而发生

的相互流动、陷落和侵彻的变形阶段。

 1.3　地震波选择

研究选用 1940年 5月 18日美国 IMPERIAL Ve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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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M 7.1）中 El centro站台记录的加速度时程曲

线（图 1）。原始 El Centro地震波总记录时长为 54 s，

峰值加速度为 0.28 m/s2，出现在 2.68 s。根据不同工

况，将地震波加速度时程曲线缩放至目标峰值加速

度 （0.125g、 0.25g、 0.5g、 0.8g； g=9.81 m/s2）。为了模

拟地震振动从地球深部传播到地面的过程，地震波

参数由沉积模型底部水平输入，以符合软沉积变形

以水平剪切为主的力学特征。为了重点观察地震

波输入后，沉积模型中负载与球−枕构造的出现与

形成过程 ，设置模拟运行时间为 10 s，时间步数为

1000步，时间步长为 0.01 s。
 
 

时间/s

加
速

度
（

g）

(2.68 s, −0.28g)

(5.05 s, 0.25g)

−0.4
−0.2

0
0.2
0.4

0 10 20 30 40 50

g—重力加速度，9.81 m/s2

图  1    El Centro 地震波加速度时程曲线

Fig. 1    Acceleration time history of the El Centro earthquake

g–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9.81 m/s2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地震加速度下沉积变形过程

为观察地震波输入后沉积模型中负载与球−枕

构造的出现时序，分别提取了 2  s、3  s、5  s和 6  s时

刻的瞬态响应特征。在 0.125g 加速度作用下，5 s时

砂−黏土层界面开始出现变形，至 6 s时上覆砂层陷

落至下伏黏土层，形成小规模负载构造；同时，下伏

黏土层向上挤入形成火焰构造，最大下陷深度约 10 cm

（图 2a）。当加速度提升至 0.25g 时，4 s时界面开始

变形 ， 5 s时已形成明显的负载与火焰构造 ，至 6 s

时该负载构造的规模与变形程度显著增强，最大下

陷深度约 20 cm（图 2b）。当加速度进一步增大至

0.5g 时，5 s时形成显著的负载与火焰构造，6 s时其

规模与变形程度比 0.25g 工况下更为显著 （图 2c）。

在 0.8  g 加速度振动下，3   s时界面已出现变形，至

6   s时先前形成的负载构造继续陷落，发展为球−枕

构造，最大下陷深度约 36 cm（图 2d）。上述结果表

明，地震振动加速度越大，砂−黏土层界面越早出现

扰动变形与负载构造，且由小型负载构造逐渐发展

为较大规模的负载构造乃至球−枕构造，指示地震

加速度大小是沉积变形构造发育的关键动力因素。

 2.2　不同物理性质沉积层中变形过程

在相同地震峰值加速度（0.5g）作用下，不同密

度差的砂−黏土层发生了不同变形（图 3）。当密度

差最小 （Δρ=100  kg/m3）时 ， 5   s时界面出现扰动变

形，至 6 s时仅形成微小的负载构造，最大下陷深度

约为 2 cm（图 3a）。在密度差最大 （Δρ=300  kg/m3）

时，3 s时界面开始变形，5 s时上覆砂层向下陷落形

成明显的负载构造，同时下伏黏土层被向上挤入形

成火焰构造，至 6   s时逐渐发展为球−枕构造，最大

下陷深度约为 38 cm（图 3c）。该结果表明，在相同

地震峰值加速度条件下，上下砂−黏土层反密度差

越大，界面出现扰动变形与负载构造的时间越早，

且负载与球−枕构造的变形程度和规模也越显著。

在相同地震加速度（0.5g）作用下，不同动力黏

度差的砂−黏土层的变形也呈现显著差异 （图 4）。

动力黏度差最大（μ砂=0.005 Pa·s、μ黏土=30 Pa·s）的

砂−黏土层模型中，5   s时界面开始变形，且在 6 s时

出现微小的负载与火焰构造，最大下陷深度约为 10 cm

（图 4a）。相比之下，对于动力黏度差最小（μ砂=0.01

Pa·s、μ黏土=10 Pa·s）的沉积模型，界面在地震加速

度尚未到达峰值（2.68 s）时已出现变形，最大下陷深

度约为 39 cm；振动 3 s后，砂−黏土层界面形成小型

负载与球−枕构造，且在 5 s后逐渐发展为砂−黏土

混合变形层（图 4c）。该模拟结果表明，在研究参数

范围内，相同地震峰值加速度条件下，砂层黏度低、

黏土黏度适中、层间黏度差适中时，更易快速形成

负载与球−枕构造，指示上下沉积层的动力黏度差

也显著影响其变形程度与规模。

在下伏黏土层厚度不变的情况下，当上覆砂层

 

表  1    沉积模型与数值模拟方案

Table 1    Depositional model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schemes

加速度 沉积层 厚度/m
饱和密度ρ/
（kg/m3）

动力黏度μ/
（Pa·s）

0.125g
0.25g

砂层 0.4 1850 1900 1950 0.010

0.5g
0.8g

黏土层 0.4 1750 1700 1650 10

0.5g
砂层 0.4 1900 0.005 0.100

黏土层 0.4 1700 30 1

0.5g
砂层 0.5 0.3 1900 0.010

黏土层 0.4 0.4 1700 10

0.5g
砂层 0.2 1927 0.010

粉砂质黏土层 0.6 1664 10

g—重力加速度，9.81 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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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改变时，砂层与黏土层界面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形

（图 5）。在相同地震加速度 0.5g 作用下，上覆砂层

最大（砂层厚度为 0.5 m）的沉积模型中，3 s时开始

出现变形，5 s时形成明显的负载构造，至 6 s时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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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

0.125g 0.25g 0.5g 0.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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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黏土=1700 kg/m3

μ黏土=10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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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重力加速度，9.81 m/s2；ρ—流体混合物的密度；μ—流体混合物的动力黏度；图底箭头为地震波输入方向

a—地震峰值加速度为 0.125g；b—地震峰值加速度为 0.25g；c—地震峰值加速度为 0.5g；d—地震峰值加速度为 0.8g

图  2    不同地震峰值加速度作用下砂−黏土层在 2 s、3 s、5 s 和 6 s 时刻的变形特征

Fig. 2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nd–clay layer at 2, 3, 5, and 6 s under different peak ground accelerations

(a) Peak ground acceleration (PGA) of 0.125g；(b) PGA of 0.25g；(c) PGA of 0.5g；(d) PGA of 0.8g

g–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9.81 m/s2; ρ–density  of  the  fluid  mixture; μ–dynamic  viscosity  of  the  fluid  mixture.  The arrows at  the  bottom of

subfigures indicate the directions of seismic-wave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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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构造

火焰构造

负载构造

负载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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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黏土=10 Pa·s

0.5g0.5g0.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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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黏土=1750 kg/m3

μ黏土=10 Pa·s 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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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砂=0.01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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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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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构造
球-枕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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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构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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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分
数

（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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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重力加速度，9.81 m/s2；ρ—流体混合物的密度；μ—流体混合物的动力黏度；图底箭头为地震波输入方向

a—Δρ 为 100 kg/m3；b—Δρ 为 200 kg/m3；c—Δρ 为 300 kg/m3

图  3    不同密度差（Δρ）砂−黏土层在 2 s、3 s 、5 s 和 6 s 时刻的变形特征

Fig. 3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nd–clay layer at 2, 3, 5, and 6 s under different density contrasts (Δρ)

(a) Δρ of 100 kg/m3；(b) Δρ of 200 kg/m3；(c) Δρ of 300 kg/m3

g–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9.81 m/s2; ρ–density  of  the  fluid  mixture; μ–dynamic  viscosity  of  the  fluid  mixture.  The arrows at  the  bottom of

subfigures indicate the directions of seismic-wave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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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重力加速度，9.81 m/s2；ρ—流体混合物的密度；μ—流体混合物的动力黏度；图底箭头为地震波输入方向

a—μ砂为 0.005 Pa·s、μ黏土为 30 Pa·s；b—μ砂为 0.01 Pa·s、μ黏土为 10 Pa·s；c—μ砂为 0.1 Pa·s、μ黏土为 1 Pa·s

图  4    不同动力黏度差的砂−黏土层在 2 s、3 s、5 s 和 6 s 时的变形特征

Fig. 4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nd–clay layer at 2, 3, 5, and 6 s under different dynamic viscosity contrasts

(a) μsand=0.005 Pa·s, μclay=30 Pa·s；(b) μsand =0.01 Pa·s, μclay =10 Pa·s；(c) μsand =0.1 Pa·s, μclay =1 Pa·s

g–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9.81 m/s2; ρ–density  of  the  fluid  mixture; μ–dynamic  viscosity  of  the  fluid  mixture.  The arrows at  the  bottom of

subfigures indicate the directions of seismic-wave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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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g0.5g
0.5g

ρ砂=1900 kg/m3

μ砂=0.01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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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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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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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构造

火焰构造

负载构造

火焰构造 火焰构造

负载构造

出现变形

g—重力加速度，9.81 m/s2；ρ—流体混合物的密度；μ—流体混合物的动力黏度；图底箭头为地震波输入方向

a—砂层厚度为 0.5 m；b—砂层厚度为 0.4 m；c—砂层厚度为 0.3 m

图  5    下伏黏土层厚度不变且上覆砂层厚度发生变化时，砂−黏土层在 2 s、3 s、5 s 和 6 s 时的变形特征

Fig. 5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nd–clay layer at 2, 3, 5, and 6 s with a constant thickness of the underlying clay layer and varying

thicknesses of the overlying sand layer

(a) Sand-layer thickness of 0.5 m；(b) Sand-layer thickness of 0.4 m；(c) Sand-layer thickness of 0.3 m

g–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9.81 m/s2; ρ–density  of  the  fluid  mixture; μ–dynamic  viscosity  of  the  fluid  mixture.  The arrows at  the  bottom of

subfigures indicate the directions of seismic-wave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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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球−枕构造，最大下陷深度约为 26 cm（图 5a）。

当上覆砂层厚度减小至 0.3 m时，5 s时形成微弱变

形，至 6 s时出现明显的负载和火焰构造，最大下陷

深度约为 18 cm（图 5c）。该结果表明，上覆砂层厚

度越厚，更早形成沉积变形与负载构造，且所形成

的负载与球−枕构造体规模越大。相比之下，上覆

砂层厚度越薄，沉积变形出现时间越晚，负载体的

规模和变形程度越小。

 2.3　数值模拟结果与野外实例对比

为与野外实际观测到的变形构造进行对比，选

取塔什库尔干湖相沉积层中发育的负载与球−枕构

造为实例（Liang et al.，2021，2024；图 6a，表 2），建立

接近野外厚度的砂−黏土层沉积模型，并通过数值

模拟复现其变形过程。野外观察显示，该负载与球−

枕构造发育于上覆薄层深灰色细砂层与下伏厚层

灰黄色粉砂质黏土层之间。负载构造底部呈向下

弯曲形态 ，球−枕构造主体呈近圆状 ，垂直长度约

20～30 cm。其充填物质来源于已基本消失的上覆

深灰色砂岩层，指示原始母岩层较薄，难以仅凭超

负载作用导致下陷 ，推测其形成与强烈地震触发

有关。

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 0.5g 地震峰值加速度作

用下，5 s时上覆砂层已向下伏粉砂质黏土层陷落，

形成负载和火焰构造，至 6 s时上覆砂层完全陷没，

原负载构造进一步发育为球−枕构造 （图 6b、 6c）。

模拟所得的负载与球−枕体在形状和规模上均与野

外观察特征高度一致，表明该变形构造的形成可归

因于上覆薄砂层向下伏粉砂质黏土层的陷落，支持

其形成机制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地震峰

值加速度的持续振动下，该沉积模型界面均发育出

负载与球−枕构造，但其形成时间与变形程度却存

在差异，表明此类构造的形成不仅受地震峰值加速

度大小的控制，也与地震振动的持续时间密切相关。

上述结果表明，采用 Fluent中的 VOF多相流数

值模拟方法，能够有效再现在地震作用下未固结饱

和沉积层中负载与球−枕构造的形成过程及其演变

规律。需指出的是，尽管这类变形构造往往伴随砂

层或粉砂层的液化，但该模拟方法更侧重于液化后

沉积层的变形阶段，旨在揭示砂层和黏土层因物理

性质差异而发生的相互流动过程及其动力机制。

此项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模型未

考虑地震动过程中孔隙水压力的累积与消散，也未

涉及沉积层的排水条件。地震输入采用简化的单

向水平加速度时程 ，未充分考虑地震动的持续时

间、频率及多次地震的叠加效应。其次，当前模型

为二维，而天然地层往往呈现三维非均质性，可能

影响变形的形态。因此，为更准确反演大范围软沉

积变形过程并解析其与地震动强度的关系，未来仍

需结合更多野外实例与实验数据，进一步优化模型

构建与参数条件，从而提升该方法在不同地质背景

下进行软沉积变形识别与古地震研究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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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塔什库尔干湖相沉积负载与球−枕构造和数

值模拟结果图

Fig. 6    Load and ball-and-pillow structures in lacustrine deposits of

Lake Tashkurgan and the result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s

(a)  Field  photograph  of  load  and  ball-and-pillow  structures； (b)

Simulated deformation at 5 s；(c) Simulated deformation at 6 s

ρ–density  of  the  fluid  mixture;  μ–dynamic  viscosity  of  the  fluid

mixture
 

表  2    野外实例与数值模拟关键参数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key parameters  between field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参数类型 野外实例（塔什库尔干） 数值模拟（文中方案）

上覆砂层厚度 0.15～0.25 m 0.2 m

下伏黏土层厚度        >0.5 m 0.6 m

砂层饱和密度        ～1927 kg/m³ 1927 kg/m³

黏土层饱和密度        ～1664 kg/m³ 1664 kg/m³

球−枕体垂直长度    20～30 cm 20～3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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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结论

（1）地震峰值加速度大小是负载与球−枕构造

发育的关键动力因素。加速度越大，砂−黏土层中

变形与负载构造出现越早，且由小型负载逐渐发展

为规模更大的负载与球−枕构造。

（2）在相同地震峰值加速度条件下，沉积层的

物理性质差异显著影响变形构造特征。上覆砂层

和下伏黏土层的密度差越大，上覆砂层越厚，负载

构造的变形程度和规模越显著。在研究参数范围

内，砂层黏度低、黏土黏度适中、层间黏度差适中

时，更易快速形成负载与球−枕构造。

（3）数值模拟结果与塔什库尔干湖相沉积层中

野外观测到的负载与球−枕构造在形态上高度一

致，进一步支持该地区此类构造的地震成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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